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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督鄂与湖北“中学”及“中国文学” 

余来明 黄姣雪
1
 

【摘 要】：张之洞为清末学制、教育转型关键人物，考察其督鄂期间湖北“中学”教育状况，前后经历了三个

阶段：传统书院期，两湖、经心与江汉书院以科举考试为教学导向，分别课以经史和制艺，教员多由张氏幕僚及旧

式文人担任；书院改章期，随着张氏科举改革的推进，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在西学冲击下逐渐边缘化，仅两湖书院授

经史之学，教习为江苏、广东地区古学专家；新学堂时期，科举废止，各学堂重设经史、文学课，“中学”教习多

为鄂籍两湖、经心毕业生。纵观近代知识、教育转型的历史脉络，清末湖北地区“中学”教育的演变虽为地方经验，

却因张之洞在晚清学制改革中的关键地位而具有普遍意义。张之洞倡行的“保存国粹”思想及文学观，对近代中国

人文学科课程设置、“中国文学”历史形态的早期建构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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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知识转型进程中，新式教育的兴起扮演了重要角色。与传统书院重科举制艺、轻实学不同，新式学堂学制多兼采中

西，课程设置以实用为主，旁涉语言、经史。作为晚清学堂教育和学制改革的重要推动者，张之洞督鄂期间(1889—1907)积极

革弊书院旧习，兴办学校努力使之适应时代需要，在客观上改变了学校教育的课程结构和知识体系。在此过程中，张之洞基于

办学经验，效仿日本学制规划鄂区新学制体系，由此构筑现代教育学科结构的基本模型。 

关于近代转型期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的研究，学界已有所关注，如冯天瑜《张之洞与武汉大学》1、《作始也简，其成也巨

——武汉大学校史前段管窥》(2)指出张之洞督鄂期间所创办的两湖书院、自强学堂、湖北总师范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

武汉大学重要源头，在湖北甚至全国的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贡献卓著。王雪华《晚清两湖地区的教育改革》认为两湖地区在 19世

纪末最后十年后来居上，其实业学堂和普通学堂创办数量和教学质量均高于他省。在张之洞的努力下，湖北成为教育示范省，

湖南成为新学最活跃的地区，这些恰好构成中国近代化和革命因素成长的重要动因。(3)孙劲松《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湖北国学教育》

分时段梳理晚清至民国时期两湖书院及新学堂课程设置情况，认为经史之学始终为两湖书院学科之重，新学堂也新旧兼顾，未

忽视国学
(4)
。本文以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北教育改革实践为考察对象，在科举沿革与学制演变中探察鄂区“中学”教育的历史变迁，

由地域性传统知识教学的考察追索以张之洞为中心的晚清“中学”教育的全国性意义，开启一段对现代学术分科形成的探源之

旅。由此说明传统的经史之学与现代文学、历史、哲学等分科体系进行对接，实有复杂、多重面相，而并非只是“西学东渐”

的结果。 

一、书院旧制下湖北“中学”教育的一般情形 

晚清书院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在士林科场逐名的背景下，鄂区书院教育承袭旧制，江汉书院及张氏新建的经心、两湖书

院，初期均以科举应试为主要导向。传统书院时期(1889—1897)，各书院以课试方式传授中国传统知识，两湖书院、经心书院

重经史、考古实学，江汉书院重时文，均不脱科举习气。充当书院教习的，主要为张之洞幕僚及旧式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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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六年，张之洞于经心书院旧址新建两湖书院，以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5)的传统型人才为目标。各书院采取课

试与会讲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维持科举旧态。各院每月定期举行课试，分教不开堂授课。学生或三五成群到分教房中请教，或

由分教拟定时间地点讲授具体专题，学生集体听课，分教所授各就其所长
(6)
，“两湖书院课书向系专门教习，以己学讲授”

(7)
，

会讲专题依教习所专而定。因此各书院无统一教材，惟“朔望两课，限五日交卷”。此时两湖书院的课士之法，“分经学、史

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8)。因缺乏教习，算学、经济学两门虚悬多年，实际上只有经、史、理、文四科。经心书

院“课经解、史论、诗赋、杂著”(9)，江汉书院“专课时文，时仍其旧”(10)。作为中国第一中西学堂的自强学堂，此时虽已引入

西学，但也“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注重中文”(11)。 

课试内容方面，传统书院不脱科举考试范畴。清代仍以制艺设科，而“乡会后场、学政考试，旁及经解、策论、诗赋，殿

廷则兼用之”
(12)

，大体沿用明代旧制。其时虽以时文取士，然“自童试及科岁试、乡会二试，以至各朝考、散馆、大考、考差

皆有诗，小试间作赋，散馆、大考皆先作赋，则诗赋未尝废也。自科试至乡会试、殿试皆对策，自童试以至进士、朝考、大考

及考军机、御史皆作论，则策论未尝废也”。光绪二十一年以前，童试正场前须先考经古一场，“经古题初为经解、史论、诗

赋”(13)。康有为《桂学问答》曾论“科举之学”云：“应制所用，约计不过经义、策问、试帖、律赋、楷法数者。若能通经史、

解辞章，博学多通，出其绪余，便可压绝流辈。”(14)表明除了制艺，诗赋、策问、经解同样是晚清科举的重要考察项目。 

从当时斋课实际情况来看，张之洞改革鄂区教育时，三大书院课试试题分时文、经解、策论、诗赋、考史数种，与科考名

目基本一致。光绪十四年冬，当时主讲经心书院的左绍佐将一年所得诸生官课课卷汇编成《经心书院集》四卷，其中卷一、二

为经解，有《郑君笺诗多以韩易毛说》《禹河故道迁徙考》《辟雍解》《千乘之国解》等10题，选 49篇；卷三为论著，有《荀卿

论》《读韩昌黎〈守戒〉书后》《劝桑树议》《科举论》等 7题，选 22篇；卷四为诗赋，有《谒曾文正公祠》《拟杜工部诸将五首》

《苦热行》《拟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一首》《积雨赋》《惟楚有材赋》等 16题，选46篇。此时作为两湖书院前身的经心书院，

课试内容由经解、论著、诗赋三部分构成，学生日间诵读经史典籍，研习诗文义法，而“以治经为先”。光绪二十一年，时任

经心书院山长的谭献“赓续裒集官师课作，得文笔三百篇”，编为《经心书院续集》。该集共十二卷，分说经、考史、著述、辞

章四部分，卷一、二“说经”29题 44篇，卷三至卷五“考史”48题 89 篇，卷六至卷八“著述”34题 70 篇，卷九至卷十二“辞

章”65题 109 篇。在序文中，谭献指斥世俗之士以帖括自封，不诵经书，不睹史籍，朝廷虽以《四书》《五经》义取士，而“提

学试有经古，春秋试有策对”(15)，认为八股帖括并不能完全应付科举，而时常课以经训文辞，对科举之经古、策对深有裨益。

光绪十八年，时任江汉书院山长的周恒祺汇集光绪辛卯、壬辰两年诸生课卷编为《江汉书院课艺》(两册)，所收均为四书文，

也主要为科举八股制艺服务。 

这一时期两湖书院课试情况，还可由唐才常遗留下的数十篇课卷窥见一斑。唐才常于 1894—1896 年在两湖书院肄业，所作

课艺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说》《孝经为六艺总会说》《说论语赋》《历代商政与欧洲各国同异考》《钱币兴革议》《中国

钞币必如何定制综论》《征兵养兵利弊说》《唐租庸调法得失考》《汉书艺文志群经次第与史记儒林传不同考》《闲传释例》《元史

宗室世系表太祖子封地当今何地考》《问土蕃回纥不得志于唐而契丹女真蒙古皆得志于宋能言其故欤》等篇(16)。唐才常曾在家信

中称“二月望课揭晓，兄经史二卷均第一”，“所应诸课，差幸不居人后，居第一者已五次”，其所作课卷可以大体反映当时

两湖书院的整体学术倾向：从内容看，既有面向传统经史之学保守锢闭的一面，又有面对时代环境开放务实的一面。看似矛盾，

却恰显示出两湖书院融新旧之学为一炉的教学思路，也预示此时旧书院已出现学术转型征兆。唐氏课卷分考史、经解、诗赋、

策论四类文体，与经心书院略同。可见两湖书院课试允许学生在思想方面对传统有所突破，而形式上则不离科举这一“旧瓶”。 

除制艺外，晚清两湖、经心书院所课试的经史、词章也属科举考察范围。康有为主讲万木草堂，每月三日、十三日、二十

三日练习义理、经世、考据、词章试题，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练习《四书》、《五经义》试帖、《四书义》策问、《四书义》

律赋等功课(17)，采取经史、词章与制艺并重的中和策略。鄂区传统书院同样未能彻底与科举划清界限，虽然两湖、经心书院已

规定不准课试时文，但张之洞并不反对两院学生到经心书院应课。有论者指出，湖北经心、两湖书院承学海堂绪余，专治经史、

考古之学，对晚清学术不无影响，“但是从教育推广的观点看，张之洞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政策使之普及。因此，湖北极大多数

的书院，仍旧以准备科举考试为目标”
(18)
，两湖、经心书院诸生如江汉书院学生一样应课并参加科举考试。张氏先后创办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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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经心、两湖书院，虽然出发点在于拯救学术空疏之弊，但其课试的策论、诗赋、经解等也是科举考试的重要部分。这样的

措置，与明清时期科举改革一脉相承。 

三大书院或课以经史、诗赋，或课以时文，不离科举试策考察范围，惟两湖书院唐才常课卷常与时局紧密结合，显示出超

前的眼界和开放的格局。这种现象的出现，除唐才常个人因素外，还与两湖书院教习构成有关。江汉书院山长周恒祺，经心书

院主讲左绍佐、山长谭献为旧式文人，而两湖书院教习多为张氏开明派幕僚，各科分教“前后任经学者，为易顺鼎、杨裕芬、

钱桂森。任史学者，为杨锐、汪康年、梁鼎芬、姚晋圻。任理学者，为邓绎、周树模、关棠。任文学者，为陈三立、屠寄、周

锡恩、周树模、杨承禧”(19)。诸人均为新旧学兼通的饱学之士，大多思想通达，力赞革新。如杨锐为张之洞在四川尊经书院时

的学生，热心时务。陈三立、汪康年为维新人士，后参与康、梁变法。周锡恩热衷于致强之道，张之洞曾称：“予老门生，只

汝一人提倡实务。”
(20)

缘于张之洞中西、新旧兼容包并的教育理念，两湖书院中教习以重时务的新派人士居多，一定程度上对

受业学生思想倾向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传统书院与科举制共存亡，经史、诗赋等“中学”内容，应科举考试之需，在晚清旧书院中仍大行其道；而后随着书院改

章、科举改革的推行，“西学”进入科举考试范围，技术、语言等类专门人才受到重视，由此对中国传统知识教学产生巨大冲

击，从而促使传统经史之学向分科演化。 

二、书院改章时期湖北“中学”教育的演变 

在知识界大力引进“西学”的同时，教育领域的改革也随之而来。张之洞一方面主张改革科举，另一方面在书院中推行“中

西并制”的课程体系。书院改章时期(1897—1902)，湖北书院的教学方式改为集体授课，课程设置逐渐“西学”化。“中学”

之理学、文学从传统知识教学中退场，经史之学仅在两湖书院教授，且于“西学”普被浪潮中被边缘化。前期“中学”教习或

投身变法运动，或赴任他省，张之洞不得不在教育较发达的广东、江苏地区另聘经史专家担任教习。 

张之洞秉承“经世致用”教育理念，通过引进“西学”，缩减“中学”科目，推进科举改革。这一时期，各书院逐渐向学

堂转变，教学方式由分授变为班级集体授课。光绪二十三年春，张之洞新定两湖书院学规课程，规定各科教师须到堂上课，学

生亦须住堂肄业，外出需请假，给假不得超过半日，除乡试外不准给假应试。(21)同时，实行更为严格的奖励考核制度：学生每

月奖金等级由平日读书笔记、分教随时面加询考时的表现、官课成绩三部分决定。书院将学生二百四十人分八排，以单双日轮

课方式分习经、史、地、算四科，“前四排单日经、史，双日地、算；后四排单日地、算，双日经、史”(22)。经心书院则“酌

照学堂办法，严立学规，改定课程，一洗帖括词章之习，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23)，由原来课经解、史论、诗赋、杂著，

改为分习外政、天文、格致、制造四门。第二年，完成第一次书院改章的张之洞在《劝学篇·变科举》中提出变革科举初步构

想后，上呈《妥议科举新章折》，得到朝廷认可。随后下令依照张氏所拟，全国科举不得考时文，乡、会试分三场分别测试中国

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的时务策五道，《四书》义、《五经》义各两篇，翰林也不得专以楷书及

诗赋定优劣。张氏《劝学篇·设学》约学堂之法“新旧兼学”“政艺兼学”(24)，所列新旧、政艺之学如《四书》、《五经》、中国

史事、政书、西政、西艺，与《劝学篇·变科举》所拟考试内容完全吻合，目的仍在于更新科举制度以与新学堂相适应，为朝

廷培养、选拔新式人才。光绪二十五年，慈禧太后在懿旨中进一步申明，“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非专尚训诂、词章，凡

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现在时势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

当有事也”(25)，表明朝廷立场，令各书院务必兴办实学以富强中国。变革科举、改章书院得到官方认可后，张之洞又将两湖书

院的“地图”一门改为“兵法”，分兵法史略学、兵法测绘学、兵法制造学三门。经心书院添设图画、兵法、体操。江汉书院

改章办法及学科与经心同，分教由经心书院分教兼任。至此，三书院基本完成改章。 

从相关政令颁布的时间线索来看，科举改革与书院改章交叉进行，科举变革成为书院改章后期的强大助力。与科举改革相

呼应，书院改章期各书院注重引进西方近代科学知识，“西学”成为晚清书院重要教学内容，“中学”科目和课时均被缩减，

逐渐湮没于“西学”普被的浪潮之中。此时两湖书院的经史之学原系书院所当讲求，因此得以保留，“理学书每日晚间限定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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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数条”(26)。经心书院则经史、文学均无讲授，仅由院长“专讲《四书》义理、中国政治”(27)，由监督随宜训课。后来由于监

督院事繁忙，乃专设经史一门，“添请分教一人，每月课以经史一次，或解说，或策论”。江汉书院亦于四门分课之外，专设

经史一门，每月课试一次。同时，三书院均设行俭一门，“由各监督、院长每日酌定时刻，分班接见，训以《四书》大义、宋

明先儒法语，考其在院是否恪遵礼法”(28)。除两湖书院外，其他书院及学堂内授课内容以“西语”及“西学”为主，“中学”

教学用以训诫学生率循规矩，成中西兼顾之旨。 

在此期间，沈曾植、陈庆年担任两湖书院史学教习，马贞榆、曹元弼、杨裕芬、张锡恭任经学教习。沈曾植精通音韵、书

法、历史、舆地之学，在当时有“硕学通儒”之誉。他“深于史学掌故”，“中年治辽、金、元三史”，著有《蒙古源流笺证》

《元秘史笺注》。陈庆年为史学专家，编有《中国历史教科书》《兵法史略学》。马贞榆为陈澧入室弟子，光绪二十五年起在两湖

书院为学生讲《左传衍义》《读左传法》。曹元弼在两湖书院期间撰《述学》篇，授诸生“各经传述源流、定治经者不易之途径”，

与梁鼎芬共同辑成《经学文钞》，作为经学课程讲义。杨裕芬在两湖书院授《毛诗》。张锡恭授《论语》《周礼》。由于此前两湖

书院“中学”教习多具革新精神，对学堂管理及旧学传播颇为不利。张之洞向来视经书为“中国之宗教”(29)，出于尊经传统，

特从江苏、广东地区延请经史专家担任两湖书院“中学”教习。 

这一时期鄂区改革科举、改章书院、大兴西学，一时成为全国教育典范，甚至远超京师大学堂。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京

师大学堂开学，新入学诸生犹“兢兢以圣经理学诏学者，日悬《近思录》、朱子《小学》二书为的”。次年秋，“学生招徕渐多，

将近二百人。……大学堂虽设，不过略存体制；士子虽稍习科学，大都手制艺一编，占毕咿唔，求获科第而已”(30)。此时期的

京师大学堂不仅招生规模远不及鄂区，并且由于缺乏新式教育改革人才的统筹帷幄，其新体制下的学堂亦徒具形式。学堂中应

试之风远胜于西学，教学以科举为主导，科举之学在新学制内仍占领主要阵地。之后 1900 年京师大学堂停办，直到 1902 年由

张百熙任总管，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31)尽管此时张之洞并未忽视经史之学，延聘江苏、广东地区优秀教习，使经史两科在两

湖书院保留下来；然而同时规定，科举考试第二场须通西方政艺，教学中“西学”科目占据大量课时，明显削弱了以经史为主

体的传统知识的学科地位。在此情形下，“曾经作为科举殿堂敲门砖的‘中学’也逐渐由受青睐而变得受冷落”(32)，反映出传

统“中学”既受西学冲击又受制于科举的尴尬处境。 

三、科举废止与新学制下湖北“中学”教育的转折 

随着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张之洞等奏请废除科举，经史、词章等“旧学”科目进入新学制，科举考试课程体系瓦解，课

试方式改为计日功课。因中高等学堂教科书尚未编定，此间学生所习以《奏定学堂章程》指定书目为准。这一时期，湖北各学

堂“中学”教习多为鄂籍两湖、经心书院毕业生，主要阵地由两湖书院转移至两湖总师范、存古学堂，方言及其他专门学堂虽

设汉文课程，然终究为“西学”“西语”附庸，堂内传统知识教学远不及两湖总师范、存古学堂有代表性。 

传统书院时期“中学”赖于科举而兴，而此时传统“中学”科目过渡到新学堂，成为科举制废除的重要催化剂。光绪二十

九年十一月，张之洞在《请试办递减科举折》中指出，“科举未停，则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也”，“入学堂者恃

有科举一途为退步，既不肯专心向学，且不肯恪守学规”。在张氏看来，科举制是兴学堂的最大障碍，科举不废，新学堂无法

正常运行。为实现由科举取士向学堂教育转变，张氏拟定各学堂课程时，“于中学尤为注重，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

理学，无不包举靡遗。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33)。之后癸卯学制颁布，科举制下的经史、词章等传统旧学进入新

学堂，然而各级学堂“西学”科目数量和课时均超过“中学”，科目设置呈现“西主中辅”的混合模式。光绪二十九年，两湖

书院改为文高等学堂，学科有中西公共之学——经学(道德学、文学附)、中外史学(掌故学附)、中外地理学(测绘学附)、算术(天

文学附)和西学——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兵事学八门。未及一年，文高等学堂改为“两湖总师范”，学科有修身、读经、

中文、教育、算术、英语、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博物、手工、音乐、体操，其中修身、读经、中文、历史诸科为“中学”

科目。 

癸卯学制颁布后，学部陆续审定各地呈送的小学堂教科书，湖北地区小学堂开始使用学部审定的试行教材，如两湖总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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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两等小学堂“中学”修身课用《初等修身教科书》，经学课讲《论语》《孝经》《孟子》《礼记》，文学课用《初等国文教科书》，

历史课用《初等历史教科书》(34)。高等学堂教科书直到 1909 年尚未审定，因此两湖总师范学堂从 1906年开学到 1911 年停办，

期间“中学”授课具体内容仍以《奏定学堂章程》为准。1904 年湖北学务处印发《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级师范学堂“修身”

课“摘讲陈宏谋《五种遗规》”，“读经讲经”课“讲读《春秋左传》、《周礼》两经……讲读《左传》应用武英殿读本，讲读

《周礼》应用通行之《周官精义》”，“中国文学”课则以“《御选古文渊鉴》最为善本”(35)。两湖总师范实际教学中使用的

教材基本与此吻合，据 1911年《两湖总师范学堂调查总表》，1906 至 1911 年在校肄业诸生“修身科用陈宏谋《五种遗规》本，

教育科课本由本科教员编辑，读经讲经科用《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文学科采用《古文渊鉴》本，历史科用《中国历史》丹徒陈

庆年本”。至于当时教学情形，据朱峙三回忆，经学教习李文藻第一节课讲《左传》。之后黄福讲文学，虽“素有文名”，却“了

于心，不了于口”；另一文学教习叶恭绰讲文法，在黑板上书自编文一篇，“嘱予等抄之，实不见佳”。史学教习李步青为革

命排满者，修身教习马贞榆“经学有时名”，为一时经学名师。
(36)
总师范学堂“中学”教育仍以传统经史及作文文法为主，显

然对已接受过传统私塾熏陶的学堂诸生难有吸引力。在此之前，马贞榆讲学文高等学堂期间编有《两湖文高等学堂经学课程》

教材，其中《尚书》两卷，卷上论尚书学之源流，卷下论伪古文之破绽；《尚书要旨》一卷，有《圣德》《圣治》《唐虞重天文》

《唐虞重地利》《唐虞重农政》《唐虞重祀典》《帝王重择相》《圣学之节目在逊志时敏》《帝王慎择师》等篇，“是书分目细碎，

大抵以圣治圣学为纲”(37)。从书院改章期的《左传》到文高等学堂的《尚书》，马贞榆因师承东塾学派陈澧，提倡朴学，故多致

力于考证辨伪，其《经学课程》讲义作为文高等学堂“中学”教育重要内容，体现出传统书院向新学堂转变过程中重考据、崇

圣学的学术倾向。 

相较而言，作为近代转型期湖北地区“中学”教育重镇，存古学堂研习内容比两湖总师范更精深。在张之洞绘制的蓝图中，

学生入学后须大量阅读古代典籍：治经者前两年须遍览九经全文，次看群经总义诸书，第三、四年须点阅所习本经国朝人著述；

治史学者前三年点阅《御批通鉴辑览》、五种纪事本末，以及历代正史之志及补志，第四、五、六年习二十四史和通鉴、通考类；

治词章者前三年“先纵览历朝总集之详博而大雅者，使知历代文章之流别”，点阅古人有名文集。存古学堂初期教学情形与张

氏构想大致相当。据该堂经学门学生罗灿回忆，马贞榆讲《周礼》，黄福讲《仪礼》，傅延义讲《说文》，曹元弼仅编讲义供学生

学习，吕承源讲史学泛论，陈氵韦教词章，“校发梁钟嵘《诗品》三卷和唐司空图《诗品》翻印原文”(38)。第一班学生学习所

用书籍，“由公家发给《十三经注疏》、汉四史(《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二十二子、《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

各一部，及其他小部书籍”(39)。堂中诸生“认习专经者，如正、续《皇清经解》之类，每五人合给一部；治史则《御批通鉴》

之类每人各给一部”(40)，堂内经、史、词章各有所授。王仁俊任教湖北存古学堂期间编有《存古学堂经史词章课程》讲义 85篇，

该讲义不分卷，由《易经》学、《书经》学、《诗经》学、《孝经》学、《春秋》学、《左传》学、《尔雅》学、《说文》学、《论语》

学、《孟子》学、《词章》学等部分构成，为王氏讲经之作，后收入《存古学堂丛刻》。就各部分篇目比重来看，《五经》为重中

之重，词章学仅两篇。马贞榆编有《今古文〈尚书〉授受源流》一卷，就《尚书》“考今古文授受源流”，末附以辨经义考。

此时曹氏又将其光绪三十年刻于苏州的《原道》《述学》《守约》三文稍加润色，授与学堂诸生。光绪三十四年，存古学堂刻印

梁鼎芬、曹元弼合辑《经学文抄》以作教学之用。由教学情形来看，由于科举废除与学科分化，两湖总师范及存古学堂“中学”

教育重新回到经史、词章并重的局面。 

新学堂时期，两湖总师范、存古学堂教习多由鄂籍两湖、经心书院毕业生担任。据《两湖总师范学堂教员调查表》，当时各

科教习除物理科由日本人三泽力太郎担任，修身教习马贞榆为广东顺德人，文学教习杨鸿发为江苏丹徒人之外，其余教习如修

身教习吕承源，教育教习吴赐宝、余德元、王先庚，经学教习杜宗预、李文藻、王劭恂、王廷梓、尹潮，经学兼文学教习黄福，

历史兼经学教习傅延义、彭邦桢，文学教习萧延平、胡柏年、余岳霖，历史教习雷预钊、邱岩，以及地理、算学、习字、图画、

体操、音乐、手工、博物教习共 37人均为鄂籍，占两湖总师范教习总数(48 人)大半。这些教习资历多为廪生、举人，且多毕业

于两湖、经心书院。设立于1907年的存古学堂，总教习为杨守敬、马贞榆，各科分教有王仁俊(经学)、傅守谦(史学)、杜宗预

(斋务长兼史学、外国史)、王劭恂(监学兼史学)、黄福(词章)，协教黄燮森(经学)、陈氵韦(词章)、吕承源(词章)等。其中黄

福、吕承源、傅守谦、杜宗预、王劭恂、黄燮森均为鄂籍：黄福毕业于经心书院，时任黄冈教谕；吕承源毕业于经心书院，时

任通城县教谕，在任候选知县；傅守谦曾肄业两湖书院；杜宗预毕业于经心书院，廪贡生，内阁中书衔，俟教职选缺后以知县

在任候选；王劭恂曾肄业两湖书院，兼任经心书院经史教习；黄燮森曾肄业晴川书院，增贡生，试用县丞。此时“中学”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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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由鄂籍两湖、经心书院毕业生担任，体现出强烈的地域性，也昭示过去由科举培养选拔各界人才的模式正在向系统化的学校

教育转变。 

经史、词章进入新学堂，与张之洞以退为进废科举的政治策略密切相关。新学堂以培养中西兼通的实用人才为目的，“中

学”教育此时由最初以科举为导向变为以保存国粹为最终目标。在此义下，经史、词章等国粹开始作为知识之一类在新学堂中

被教授和学习。在新式教育体系下，传统经史的尊崇地位被颠覆，分科教授的内容虽然还带有很浓的“旧学”色彩，却已经充

分做好了容纳“新知”的准备。现代学术分科体系的形成和知识体系的转换，与这一时期中西知识交汇背景下分科授学的教育

改革也有密切关系。 

四、由“中学”到“中国文学”：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北“中学”教育的学术史意义 

张之洞督鄂近二十年，由其主导的改章书院、兴办学堂教育改革实践是湖北地区近代转型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其中

“中学”教育部分又在多方面具有全国性意义。 

其一，张之洞改革鄂区教育期间始终以经史为国之根本，期间发起的保存国粹运动，使中国传统知识进入民国新教育系统

成为可能，并确立了词章之学在新学制中的地位，为民初“中国文学”的课程设置提供了借鉴。学堂改章过程中，张之洞发现

各学堂趋重西方科学，其他地区新学堂诸生甚至“言洋务尚粗通，而《孟子》之文反不通”(41)。为避免科举废除后“士人竞谈

西学，中学将无人肯讲”(42)，经学、小学、诗、古文辞等中国传统学术无人考究，张氏在《学务纲要》第十一条提出重视国文、

保存国粹主张，并巧妙地将经史、词章等旧学融入新学制。张氏保存国粹理念一时成为时代思潮，一时间各地时报、教育报刊

登大量“保存国粹”的言论，如《重国文以保国粹说》《论学堂宜注重国文》《学堂宜设国文专科策》等。光绪三十三年，张之

洞筹谋许久的存古学堂成立。之后在清政府支持下，山东、四川、江苏等多地兴办存古学堂，普通及专门学堂增设“国文”课，

如江宁(南京旧称)省垣高等学堂总教习缪小山指出：“因现在停废科举，恐国粹难以保全，特于该学堂内添设国文一科。”(43)

各地兴建存古学堂、增设国文课，正是张之洞“保存国粹”思想的具体实践，体现出时人对科举废除后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生存

空间的忧虑。 

科举考试废除以后，儒家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失去生存根基，加上实用主义、技术主义思想盛行，传统旧学在新式教育体

系中被虚无化和边缘化。张之洞办学过程中对经史之学的坚守，以及向传统回归兴办存古学堂，推动“保存国粹”思潮的兴起，

一定程度促成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学”科目在清末教育系统得以延续。“中学”中词章之学也因此从科举试策过渡到新学制，

变为“中国文学”科。虽有梁启超指出“词章不能谓之学”(44)，张之洞却认为“各体词章，军国资用，亦皆文化之辅翼，宇宙

之精华，岂可听其衰微，渐归泯灭……中国之文理、词章废，则中国之经史废”
(45)
，明确肯定词章之学在中国传统学科中的地

位。他在写给张百熙的信中指出，“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而文章浅易，世人可由文章理解经史而达于道，认为中国文

辞作为国粹具有传播儒家文化的实用性功能。缘此，词章之学不仅进入新学制，还因“国粹”带来的文化立场使癸卯学制“中

国文学”门诸多课程在民国以来的学科体系中得以延续。如创办于 1913年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史地部一年级均开设国

文课，英语部国文讲授的文学源流，即源于奏定章程中“历代文章流别”。1916 年英语部一年级国文课分学期讲授诸经、史、

子、集文体。1929 年由武昌高师演变而来的国立武汉大学中国文学系，必修课包括“国文讲读及作文”“文字学”“古书校读

法”“目录学纲要”“文学史纲要”“诗名著选”“经学通论”“《文选》学”“《史记》”“《吕氏春秋》”。选修课有“文

学源流”“楚辞研究”“宋诗”“佛典文学”“魏晋六朝史”“亚洲文化史”“近代外交史”“经济地理”。必修课“文学史

纲要”和选修课“文学源流”可追溯至“癸卯学制”中“中国文学”科需讲“历代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及文章与政事、身

世关系处”(46)的规定。“文字学”则源于对“文者积字而成，用字必有来历(经、史、子、集及近人文集皆可)，下字必求的解”(47)

的强调。“目录学”根源于补助课“《汉书·艺文志》补注、《隋书·经籍志》考证”(48)，“诗名著选”、“宋诗”等课程以“集

部”之学为研究对象，相当于新学制必修课“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张氏“保存国粹”思想是“中国文学”科产生的重要因素，

并由此推动衍生诸多文学课程，成为民国时期高校中文系“文学史”、“文字学”、作品选等课程的直接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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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张氏改革鄂区教育期间，由“中学”词章到“中国文学”，其分科意识及“文学”观直接影响了清末新学堂文学设

科，进而决定了晚清“文学”史的基本书写形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文学呈现怎样的历史面貌，即取决于以何种‘文

学’概念及其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建构的支点。”
(49)

同样，清末“中国文学”讲义如何编写，文学史如何叙述，亦主要取决于癸

卯学制“文学”科最终修订人张之洞的文学观。当时社会中流行的文学观有广、狭两义，一指“包括哲学或经学、史学、地理

学、语言学及文学等各科在内的人文学科”，一指“大体上可与偏重文学之语言研究的古典语文学相对应的词章学”(50)。1904

年由张之洞最终修订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的文学科，由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中外文学三部分构成，文学科之“文学”

相当于人文学科，为广义文学，与张百熙《钦定学堂章程》以文学科包括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

语言文字学 7 门课程做法略同。只是张百熙“文学”科基本可与“中学”概念对等，而张之洞则有了明显的经学、史学、词章

学分科意识。他将“经学”单独设科，原文学科“诸子学”归入“理学”门，原“经学”、“理学”门归入经学科。尽管如此，

张之洞未能摆脱时代局限，他将文学科“词章”学变为“中国文学”，7门主课分别为文学研究法、说文法、音韵学、历代文章

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51)，此“中国文学”源于词章之学，与现代意义上的“文

学”相比为立足于文字而广涉语言、音韵、文章等各方面知识的泛文学。 

作为新学制文学科“中国文学”门课程总设计师，张之洞泛文学观影响了代表着当时中国学术基本方向的京师大学堂“中

国文学”课程讲义(出版时定名为《中国文学史》)的编写。1904 年林传甲时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国文教员，他严格遵循《奏定

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研究法”编写出中国第一部“中国文学”课程讲义。该讲义篇目与“文学研究法”要义前16条相合，

从文字讲起，又讲音韵、训诂、修辞、群经、诸史、诸子，“体系庞杂，文学观念不清”(52)，为“经史子集的概论”(53)，与现

代意义上的“文学”迥异。与林传甲同时期的王葆心在《高等文学讲义》中指出，“凡学术中须主文字以讲之者，皆可隶入文

学”，同样传达出以文字为基点的泛文学观。《高等文学讲义》之后再版名称改为《古文辞通义》，多少暗示了王葆心文学观所

发生的变化。林、王二氏“中国文学”讲义传达出的文学观与张之洞“文学研究法”实出一辙，这既是当时主流文学观的具体

反映，也是张之洞将其泛文学观通过学堂教育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制度化的结果。 

在张之洞的引领下，湖北地区“中学”教育经历了传统书院期、书院改章期和新学堂时期。不同时期“中学”教育与科举

制兴废密切相关，各时期教习成员的变化，体现出在新的教育模式下，分科教学成为普遍趋势，并逐渐承担起培育和选拔各界

人才的功能。张之洞作为湖北地区教育近代转型以及推动国民教育近代化的关键人物，他在“保存国粹”思想下设置的诸多“中

学”科目，构成近代高校中国文学课程体系的雏形，其泛文学观主导下制定的“中国文学”教学内容和方法，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早期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形态，对民国以后人文学科课程设置、文学史书写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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